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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南朝墓葬出土道教符文牌（砖）初探

左凯文 王志高
1

（南京师范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江苏南京 210024）

【内容提要】：通过分析早期道教文献资料可知，南京、两广地区东晋至南朝墓葬中所出符文牌 （砖），与

这一时期流行的道教真文关系密切。这些符文牌（砖）在墓中有禳煞镇墓之用，很可能是从两汉“五石”镇墓到唐

代“五方镇墓真文”镇墓方式的过渡。结合墓葬年代等信息，推测在墓葬中放置道教符文牌（砖）这一葬俗，应是

由当时都城建康向两广地区传播。

【关键词】：符文牌（砖） 真文 镇墓 道教 东晋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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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 年代以来，考古人员在南京和两广地区 4 座东晋晚期至南朝墓葬中发现多块符文牌（砖）。相关资料的发掘与整

理者皆认为这些符文牌（砖）应当与道教有关
[1]
，但此后鲜见学界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本文即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希望能抛

砖引玉，引起学界对六朝符文牌（砖）相关问题的关注。

一、出土符文牌（砖）概况

依据目前公布的资料，南京与两广地区东晋至南朝墓中共出土 16 块符文牌（砖），以下先对相关资料进行介绍。

南京地区共发现 5 块符文砖，皆出于南京宁丹路 M10
[2]
。该墓是一座平面呈“凸”字形的砖室墓，由墓道、排水沟、封门墙、

甬道、墓室等部分构成。甬道中部设有一道木门，墓室设砖砌祭台、棺床等设施。发掘者依据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推定该墓

相对年代为东晋晚期至南朝早期。墓中所出符文砖皆为长方形青灰砖，正面为符文，阴刻，字形规整，笔画内有朱砂痕迹，符

文外侧刻划有长方形边框；背面模印三组钱纹放射线纹。其中 3 块保存较好，出土位置及相关数据如下。

宁丹路 M10︰13，出于墓室西南角。一面刻划有符文，符文长 14 厘米。砖长 27.2～27.4、宽 13.4～13.5、厚 2.7～3 厘米

（图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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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丹路 M10︰28，出于墓室西北角。一面刻划有符文，符文长 14.8 厘米。砖长 27.2～27.4、宽 13.2～13.3、厚 2.9～3.1

厘米（图一︰2）。

宁丹路 M10︰35，出于墓室中部的祭台之下。一面刻划有符文，符文长 13 厘米。砖长 26.4～26.8、宽 12.9～13、厚 2.9～

3.2 厘米（图一︰3）。

两广地区共发现 11 块符文牌，其中 5块出自广东，皆发现于广州淘金东路中星小学 M69 刘宋龚韬墓（以下简称“广州中星

小学 M69”)
[3]
;6 块出土于广西柳州融安南朝墓

[4]
，其中 4 块出于融安 M8,2 块出于融安 M10。

广州中星小学 M69 为一座平面呈“吕”字形的双室砖墓，由封门墙、甬道、前室、过道和后室组成。根据墓中出土的买地

券，可知墓主是刘宋州从事史龚韬。该墓所出符文牌为滑石质，均残，正面刻划有符文，部分背面还刻有方位和日期。相关信

息如下。

中星小学 M69︰5，出于前室中部，一面刻划有符文。残长 11.3、宽 4.1、厚 0.9 厘米（图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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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星小学 M69︰11，出于前室西北角，一面刻划有符文。残长 8、宽 4.2、厚 1.1 厘米（图二︰2）。

中星小学 M69︰12，出于前室西北角，一面刻划有符文。残长 13.4、宽 4.2、厚 1.1 厘米（图二︰3）。

中星小学 M69︰21，出于墓室西北角、过道前段，一面阴刻“廿二日”“东北角”六字，另一面简报未说明有无符文。残长

9、宽 4.2、厚 1.1 厘米（图二︰4）。

中星小学 M69︰23，出于墓室西侧，正面阴刻符文，背面阴刻“西南□”，疑为“西南角”。残长 9.6、宽 4.2、厚 0.9 厘

米（图二︰5、6）。

广西融安 M8 为一座平面呈长方形券顶砖室墓，墓室长约 6、宽约 2、高约 2 米。该墓所出 4 块符文牌，皆呈长方形，滑石

质，正面刻划有符文。由于资料公布不详，符牌具体出土位置不明。相关信息如下。

融安 M8︰7，下端残损，一面刻划有符文。长 17、宽 5.5、厚 1.2 厘米（图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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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安 M8︰8，一面刻划有符文。长 22、宽 5.6、厚 1.3 厘米（图三︰2）。

融安 M8︰9，一面刻划有符文。长 23.8、宽 6.3、厚 1.1 厘米（图三︰3）。

融安 M8︰10，一面刻划有符文。下端残损，长 21.8、宽 5.4、厚 1.1 厘米（图三︰4）。

融安 M10 为一座多室墓，由前、中、后三室组成。墓长 6.34、宽 2.68、高 4.23 米。由于资料公布不详，符牌具体出土位

置亦不明。该墓所出 2 块符牌相关信息如下。

融安 M10︰3，正面刻划有符文，符文外有边框，背面刻有“东南角”三字。长 7.9、宽 4.8、厚 1.3 厘米（图四︰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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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安 M10︰4，正面刻划有符文，符文外有边框，背面刻有“西南角”三字。长 8.8、宽 4、厚 0.7 厘米（图四︰3、4)
[5]
。

二、出土符文释读及其所属体系分析

广州中星小学 M69 所出买地券带有浓厚的道教色彩，故发掘者认为墓主龚韬是一位“信奉道教的官吏”，由此进一步推测

该墓及南京、柳州融安等地东晋南朝墓葬中出土的符文牌（砖）当与道教有关
[6]
。

那么南京、广州、柳州融安三地四座六朝墓葬所出符文该如何解读呢？通过比对，笔者认为上述符文有以下三点共同特征。

其一，这些符文都由上下两部分构成。

其二，符文的上部为汉字。这些汉字又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自然事物，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类，如南京宁丹路 M10︰13、融

安 M8︰7 和广州中星小学 M69︰23 符文上部汉字为“天”，融安 M8︰8 与广州中星小学 M69︰11 符文上部汉字为“山”，南京

宁丹路 M10︰35 与融安 M8︰10 符文上部汉字为“水”，南京宁丹路 M10︰28 符文上部汉字似是“山”“土”两字重叠；第二类

为数字，如广州中星小学 M69︰5 符文上部汉字为“一”，融安 M8︰9 和融安 M10︰3 符文上部汉字为“九”；第三类为天干，

目前仅发现一例，融安 M10︰4 符文上部汉字为“乙”；第四类为人物，目前亦仅一例，广州中星小学 M69︰12 符文上部汉字为

“王”。

其三，符文的下部为抽象符号。这些符号笔画圆润，有篆书的风格，总体可分为四种（表一）。进一步观察，笔者发现每

种符号与符文上部汉字的组合以及符文牌（砖）在墓葬中的摆放方位有一定规律：A种符号常与第一类和第二类汉字组合，常被

放置于墓室的东南角或西南角；B种符号常与第一和第四类汉字组合，放置在墓室的西北角和中部；C类符号与第一类和第三类

汉字组合，放置于墓室西南角；D类符文与第二类汉字组合，所处位置不明。

表一//符文上部汉字与下部符号组合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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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文下部

符号

第一类汉字 第二类汉字 第三类汉字 第四类汉字 符文牌(砖)

放置位置(自然事物) (数字) (天干) (人物)

A

南京宁丹路 M10:13

融安 M8:7

广州中星小学 M69:23

融安 M8:9

融安 M10:3

墓室东南角

或西南角

B
[7]

南京宁丹路 M10:28

南京宁丹路 M10:35

融安 M8:10

广州中 星小 学

M69:12

墓室西北角

或中部

C

融安 M8:8

广州中星小学 M69:11

融安 M10:4 墓室西南角

D

广州中星小学

M69:5

不详

南京和两广地区东晋、南朝墓中发现的这些符文具有相同的特征，但发现地之间距离遥远，故推测道士在为丧家制作符文

牌（砖）时，当依凭相同文本。可见这些符文在当时相当成熟，已成体系。魏晋南北朝时流行的道教符文体系大致有“复文”

“灵宝五符”“三皇文”“真文”等
[8]
。南京等地墓葬中发现的符文与这些符文体系是否有关？

“复文”一般被认为可能是最早的符字，主要收录于《太平经》之中。据《太平经复文序》载，复文“凡四部，九十五章，

二千一百二十八字，皆太平本文。其三百六十二章是干君从本文中演出，并行于世，以复相辅成教而传受焉，故不谬也”
[9]
。观

察复文的构造，可以发现它们皆由多个隶书汉字重叠拼合而成。王育成认为，复文通过不同汉字的重复组合，以最终达到书符

者的目的
[10]

。反观南京等地东晋、南朝墓葬所出符文，其构造并非隶书文字的简单组合，与《太平经》复文差异颇大，故应与

这一符文体系无关。

“灵宝五符”出现在东汉末年，主要收录于《太上灵宝五符序》
[11]

。“灵宝五符”近似篆书，又略具虫书鸟迹之态，且多

是由若干个符文合写，以一个整体的道符形式出现。此与南京等地东晋、南朝墓葬所出符文差异较大，故亦非同一体系。

“三皇文”是书写《三皇经》的符字。《三皇经》又称《三皇内文》《神洞三皇经》或《三皇文》，是魏晋时道教的重要

经典。关于“三皇文”，宋人张君房在《云笈七签》卷六《三皇文序目》有一段形象的记载：“（三皇文）字似符文，又似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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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又似古书
[12]
。”长期以来，学界认为三皇文已经失传，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有学者在南宋宁全真口授、林灵真编撰的《灵

宝领教济度金书》中觅得《三皇经》本文
[13]

。三皇文的抄本目前最早见于宋代，在未见到更早版本之前，笔者认为不能贸然将

出土符文与之进行比较。

除了上述三类符文，魏晋道教徒中流行的符文尚有“真文”。“真文”是从灵宝五符与三皇文演化而来的一种与篆书相仿

的特殊文字，又称秘篆文、云篆、天文、神篆、秘文等
[14]

。早期道教文献《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等经书中收录了大

量这类符字，并在其旁注有“右十六字秘篆文”“右四十字秘篆文”等说明文字
[15]

。令人感兴趣的是，首先，依据相关学者的

研究，真文在东晋时期即已出现，到南朝时已趋于规模化
[16]
，这与南京、两广地区出土符文的墓葬时代大体相合；其次，真文

主要有两种形式，既可由多字组成一符，亦能以单字的形式出现
[17]

，而目前出土的相关符文即以独立的符号出现；再次，通过

对早期道教典籍中的真文进行分析，笔者发现部分真文的结构与出土符文近似，即上下结构，上部类似楷书，甚至有个别真文

（图五）与南京宁丹路 M10︰13、广州中星小学 M69︰23、融安 M10︰3 几乎一致；最后，此前已知真文主要见于唐宋墓葬出土

的五帝（青帝、白帝、黑帝、赤帝、黄帝）或五方（东方、西方、北方、南方、中方）镇墓石上
[18]
，这又与南京等地六朝墓葬

出土符文的情况相近。

综上所析，南京等地六朝墓葬发现的符文与道教真文的流行时代相同、使用和构造接近。虽然其数量有限，尚不能确定是

否属于同一体系，但推测它们之间应当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三、符文在墓葬中的功用

现在的问题是：南京、广州、柳州融安等地六朝墓葬中放置符文的作用何在？

早前有学者利用广西地区流传的宗教神秘图书，结合当地“道士”的口碑资料，认为柳州融安 M8 出土的符文代表月份及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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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性别：其中融安 M8︰7、融安 M8︰8和融安 M8︰9 分别是“二月符”“四月符”和“九月符”，而融安 M8︰10 墓主人为女

性，用于“关照冥府，炼度亡魂”
[19]

。但仔细推敲就会发现这种观点疑点颇多：一方面，融安 M8︰9 上部汉字为“九”，将其

释为“九月”尚可理解，但是融安 M8︰7 和融安 M8︰8 上部汉字分别为“天”“山”，将它们释为所谓“二月”和“四月”则

毫无根据；另一方面，即便将相关符文视为代表月份的符箓，那么它们在墓中的作用令人难以理解。如所周知，六朝墓葬见有

放置买地券或卖地券以表明墓主身份、性别，但未见使用道教符文来达到类似目的之墓例。

笔者认为，分析符文牌（砖）在墓葬中的作用，还是应当从它们的出土位置等考古信息入手。

发现符文牌（砖）的 4 座东晋、南朝墓葬均遭盗扰。相较而言，南京宁丹路 M10 扰乱程度较小，符文砖分别出土于墓室西

南角、西北角和祭台下（图六），而广州中星小学 M69 和融安 M10 所出部分符文牌背面写有“东南角”“西南角”“东北角”，

南京宁丹路 M10 和广州中星小学 M69 发现的符文牌（砖）皆有 5 块，可见完整的符文牌（砖）应当为 5块，分别放置于墓室的

五方（四角和中央）。

前文已经分析，南京、两广地区墓葬所出符文与南朝时期流行的道教真文关系紧密。耐人寻味的是，依据相关文献和出土

文物可知，六朝隋唐时期流行将真文撰写的道经《灵宝五篇真文》放置于阳宅或阴宅的五方，以达到驱邪禳煞、安宅镇墓的作

用。

《灵宝五篇真文》是道教灵宝经的核心内容之一，共有五篇。依照《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其篇名分别为：《东

方青帝灵宝赤书玉篇》《南方赤帝灵宝赤书玉篇》《中央黄帝灵宝赤书玉篇》《西方白帝灵宝赤书玉篇》及《北方黑帝灵宝赤

书玉篇》
[20]

。每篇经文又分为四段，不同段落的作用可分为召天神、召星官、摄魔鬼和召水神四种
[21]

。东晋时期成书的《太上

洞玄灵宝赤书玉诀妙经》（以下简称“《赤书玉诀》”）专门用于解说《灵宝五篇真文》，其中有不少利用真文压胜的具体方

法，以下试举一例。该经卷上《东方九炁青天真文赤书玉诀》载：

岁星辅肝，角亢镇真，氐房心尾，四景迴旋，箕主七辰，正斗明轮，承炁捕非，扫除灾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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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十二字主召天宿星官，正天分度。诸以天灾，星宿越错，朱书三十二字于青纸上，露于中庭九日九夜，夕夕依法别呪

讫，以火焚，散灰于青烟之中。并刻书三十二字于青石上，埋东方，天灾自消，星宿复位。
[22]

关于上述文字，前一段是对真文版《东方青帝灵宝赤书玉篇》相关文字的释读，后一段则是对相关符文用法的说明。从中

可知，道士不但需要焚烧写有真文的纸张，还需要将真文刻在石头上，埋于固定的方位，从而达到消灾避祸的目的。

《赤书玉诀》还详细说明了利用真文安宅的方法：

道士学至道上法，修奉斋戒，精思念道，上希灵真，灭魔却试，皆当先按灵宝上元旧格，施案真文，镇于方面。灵真降室，

五帝官属侍卫门户，鬼魔消灭，所向咸从。赤书青帝真文于青缯上，置室东壁。赤书赤帝真文绛缯上，置南壁。赤书
[23]

黄帝真

文黄缯上，置中央。赤书白帝真文白缯上，置西壁。赤书黑帝真文黑缯上，置北壁。施案五篇于斋堂之中，朝暮烧香，随方礼

拜，不得杂俗异人干入堂内。此皆方方各有威神、玉童玉女侍卫，犯之奏罪九天，冥考立加，奉者明慎禁忌。
[24]

据此可知，施法者首先需要“赤书”，即用红色材料在青、绛、黄、白及黑色的丝织物上写下真文道经，再将不同内容的

道经放置在屋舍的四壁及中央，从而达到召唤各路神明镇宅禳煞的目的。

再从考古发现来看，陕西、河南两省的唐墓中出土有道教五方真文镇墓石（图七）。这种镇墓石“完整者一套五件，分东、

南、西、北、中五合，与当时墓志的形制相当，皆由盖和底石两部分组成。……五方真文镇墓石上多刻有东、南、西、北、中

之一的大字真文或与之相配的小字楷书敕告文”
[25]
，则真文确实可用于镇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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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析，南京等地六朝墓出土的符文牌（砖）与真文在安宅与镇墓的使用上有相似之处：一方面，上引文献中反复强调

道士在施法时需要“朱书”或“赤书”真文，而南京宁丹路 M10 所出符文砖的笔画内有朱砂痕迹，推测符文原应涂朱；另一方

面，南京等地出土的符文牌（砖）放置在墓室四角及中部，而真文亦要求放置在屋宅及墓葬东、西、南、北、中五方，以达到

安宅与镇墓的作用。因此，笔者推测南京等地六朝墓葬中出土的符文牌（砖）应做镇墓之用，符文中的“天”“山”“水”等

文字或许是施法者所召唤护佑墓主的各路神祇。

四、余论

一般认为，东汉墓葬中通过放置丹砂、雄黄、曾青、慈石、礜石，即“镇墓五石”，以达到镇墓的作用。至唐代，镇墓五

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五方真文镇墓石
[26]
。从形制和功能来看，东晋南朝墓葬中的符文砖与滑石牌已初具五方真文镇墓石的雏

形，颇疑是东汉“镇墓五石”与唐代“五方真文镇墓石”之间的过渡物。由于考古资料的局限及文献资料的匮乏，南京等地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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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墓出土符文牌（砖）上的符文的含义、与墓室四方具体的对应关系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就目前发现来看，出于墓室西

南角的南京宁丹路 M10︰13 与自铭“西南角”的广州中星小学 M69︰23 符文内容相同，符文上部汉字为“天”，下部为 A种符

号。但是融安 M10︰4 亦自铭“西南角”，符文上部汉字为“乙”，下部为 C种符号，与前两者不同。由此可见符文或许并非代

表方位，且相同方位所置符文并不固定；4座墓葬所出符文并非完全相同，推测符文的组合亦非固定不变。此外，广州中星小学

M69︰21 符文背面刻有“廿二日”，似乎表示符文与时间有关。总之，符文牌（砖）在墓葬中的使用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

值得注意的是，符文牌（砖）是具有浓厚道教因素的随葬品，其制作应被各地职业化的道教术士垄断，而这些道士很可能

依凭同一种文本，各地同类符文之间的差异应是相关文本在传抄过程中产生的。从墓葬时代来看，南京宁丹路 M10 早于广州中

星小学 M69 和柳州融安的两座南朝墓；而通过对比南京、广州、柳州所出道教符文砖（牌），明显可见南京宁丹路 M10 所出符

文的字形，较之于其他两地更为规整，故可以认为与道教镇墓符文相关的信俗是由当时的都城建康向两广地区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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